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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方合作博弈所证明的最佳行为策略是“一报还一报”。这种具备合作与惩罚的善良策略也
符合最基本意义上的公平。从这个角度看，司法的本质就是公平的第三方惩罚或裁判，是“一报还一报”
的高级版本，是人类合作公平的体现。本文尝试从司法产生的情境基础进行研究，首先探讨“双方合作博弈”
的情境，推导出双方博弈的最佳策略模式是“一报还一报”。其次，进而推导出“第三方裁判”是大规模
合作博弈的最佳或较优的群体策略，是“一报还一报”的升级版。最后，对于“第三方裁判”在实践中
可能出现的最重要的缺陷进行研究，并探讨对该缺陷的解决方式——重返“一报还一报”的惩罚、监督
或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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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 for tat” strategy is proved to be the best behavior strategy in “person to person” cooperative 
game contest. This kind of strategy which combined both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aspects conforms to the 
basic fairness as well.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nature of judiciary is the impartial punishment or judgment of 
the third-party, which is the advanced version of “tit for tat” and the embodiment of cooperative justice. This 
paper tends to carry on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judiciary arises. It firstly deduces that the 
best strategy pattern of “cooperative game between person to person” is “tit for tat”. Then, it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third-party judge” is the best or better group 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extensive cooperative game, and is an 
updated version of “tit for tat”. Last, the paper studies the most important defect of third-party judge which may 
appear in practice, and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solution ——returning to the punishment, supervision and balance of 
“tit for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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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为何会出现
“司法裁判”现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长期以
来，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已经非常之多；主要
的讨论集中于历史考察、哲理论述等。这种史实
考据或者思辨的研究方式非常有意义，可以给我
们带来丰富的材料以及深邃的思想成果。
近年来，随着学术视界的拓展，西方人文社
会科学界以“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模式，
研究人类合作的诸多问题；对这些领域的许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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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新的解释。他们在传统的道德哲学、知
识论、经济学等领域，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认知
科学等新方法或视角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在吸收借鉴这些新知识、新视角的基础上，
笔者也尝试从演化博弈以及行为实验的视角，对
“司法裁判”这一现象的本质做出新的解释。
通过对相关领域新知识和实验数据的阅读，
笔者梳理出了一条线索，以行为策略的视角对“司
法裁判”的本质作出新的解释：从行为策略的视角
看，司法裁判作为一种群体合作的优势策略，其
原型是作为双人博弈的最佳合作策略的“一报还
一报”策略。由于合作效益提升需要拓展至大规
模的陌生人合作，作为“一报还一报”策略升级
版的“第三方裁判”就因此产生，并成为新环境
下的优势或最佳策略。但是笔者认为，“第三方裁
判”作为群体合作的优势策略是有前提条件的——
必须确保其“公平正义”特性。
一、“一报还一报”——作为司法裁判策略
的原始版本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群体合作的生物。
因此，人类必须在社会合作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行
为，并探索合作的最佳行为策略。人类合作的最
基本场景是两人之间的博弈。在这种博弈场景下，
有各种不同的行为策略。那么，何为合作的最优
策略？完全利他、欺诈、背叛，还是随大流？各
国科学家们为此设计了多种行为策略进行比赛，
以评判各类策略的优劣（[1], p.27）。多轮比赛结
果表明：“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简称为“TFT”）
行为策略长期稳居各种策略的积分榜首，显然是
一种社会合作的优势策略。
这种“一报还一报”策略的特征是善良合
作、不占他人便宜、平等待人，而且还具有报复
性，从而能够在长期的社会合作中获得最优的收
益（[1], p.22, 31, 36）。该策略的这些特征，也符
合基本的公平理念。最基本意义上的公平首先表
现为分配的基本平等（分配公平）、平等合作（交
换公平），然后是对严重不公平行为的报复惩罚（报
复公平）。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以研究“公平”
而闻名的马修 • 拉宾（Matthew Rabin）指出，所谓
的“公平”是指：“1. 人们希望牺牲他们自己的物
质幸福去帮助那些秉性友好者。2. 人们希望牺牲
他们自己的物质幸福去惩罚那些秉性不友好者。3. 
当物质成本变得更低时，前述两个动机在行为上
有一个更好的效果”[2]。这种公平观恰好与“一报
还一报”的基本特征大致相符。
此外，从不报复的策略在比赛初始阶段就被
迅速地淘汰；可见报复的存在是必须的，该策略
以相反的结局也证明了第二方惩罚的合理性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背叛策略不受惩罚而在群体中不
断蔓延，则我们会看到该群体中的合作不断萎缩；
这最终将导致该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惩罚为背景
的合作）在竞争中失利，这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3]。因此，如果群体内部能够发育出对背叛的惩罚
力量，则合作效率提升。这符合公平的报复惩罚
特征，并可以成为第三方裁判与惩罚的存在依据。
“一报还一报”（第二方惩罚）策略可能是司法裁
判（第三方裁判惩罚）的原始版本，或者说是“第
三方裁判”在原始的两人博弈情境下的初级版本。
由于只能依靠第二方惩罚的自力救济模式，而不
存在第三方的司法裁判；所以，这种双方之间的博
弈状态，类似于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
此类博弈情境在实验经济学中已经有比较出
色的研究成果 [4]。在一个典型的第二方惩罚实验
中，两个玩家 A 和 B 匿名进行游戏。A 被分配了
100 个货币，他可以自由地在自己和 B 之间进行分
配。在“控制情境”下，B 只能被动地接受 A 的分
配方案。在 B 有权进行惩罚的情况下，当存在惩
罚的威胁时，一些受试者 A 就必须将分配做得更
公平（图 1），这样就有利于双方合作 [5]。
而如果拉长博弈的时间，从个体之间的博弈
上升到“代际”演化的时间维度，则我们会发现：
只要演化的时间足够长，自然选择终将让人类发
育出“合作惩罚”的机制。这种“一报还一报”
策略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在人群中不断扩散，
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合作策略。相关的计算机模拟
演化结果表明：从生物基因演化的视角看，“一报
还一报”策略对遗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计
算机模拟实验中，以 20 个个体，每代运行 24000
次行动，一次运作含有 50 代，进行 40 次的模拟运
作表明，“在 95％的时间里，演化规则做出的选择
与一报还一报在同样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是一样的”
（[6], pp.20-21）。而对“一报还一报”策略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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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而成的两个变种——“GTFT”（Generosity TFT，
面对背叛还有 10% 概率愿意进行合作的“宽容型
TFT”策略）和“CTFT”（contrite TFT，自己出错
导致对方报复而自己却不被激怒的“悔悟型 TFT”
策略），与其他 65 种策略进行演化竞赛。实验结果
表明（见图 2），到了第 2000 轮时，“CTFT”占到
了人口的 97％（[6], p.38）。
“一报还一报“策略具有以下的优势特征，使
其能够在合作中获得成功，并且经过演化而成为主
导性的社会合作策略：第一是合作性，该策略不首
先背叛，而是先进行合作。第二是惩罚性。惩罚的
前提是对方先进行了背叛；这种惩罚能够要求对方
平等对己，保障自己的利益，从而保证合作能够长
期进行。第三是宽容性。其能够在对方被惩罚而悔
改之后，不持续进行惩罚，从而让双方回到平等合
作的轨道来。
基于上述的几个特征，该策略能够提升“合作
场”上的合作水平。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
章就研究指出，人类的“分工合作”可以极大地提
升效率（[7], pp.5-12）。由此看来，“一报还一报”
策略可能是一种“演化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简称“ESS”）。所谓的 ESS 是指演
化中的一个最优的稳定的策略，“如果整个种群的
每个成员都采取这个策略，那么在自然选择的作用
下，不存在一个具有突变特征的策略能够侵犯这个
种群”（[8], p.10）。“一报还一报”作为最优策略，
不仅能够被“个体之间的博弈”所证明，也能被“代
际”的长期演化博弈所证明；则其作为 ESS 的可能
性极大。
如前所述，这种“一报还一报”（第二方惩罚）
图1  有无惩罚对于两人分配的影响
（注：图中“实心圆点线”代表有惩罚的分配数目，“空
心圆点线”代表无惩罚的分配数。横轴数字代表分配的轮回，
竖轴代表分配的货币数。）
图2  CTFT策略在两千代演化后成为人群多数
（图中横轴代表博弈的轮回数目）
策略符合基本意义上的公平观。该策略是两人合
作模式中的最佳策略，其还能够被计算机的长期
演化所确证；所以极可能是一种 ESS。而笔者则进
一步认为，司法也是“一报还一报”最优合作策
略的高级版本，是其在“大规模陌生人合作情境下”
的升级版。
二、第三方惩罚（司法）是陌生人合作中的
最优策略
从“一报还一报”的最优性，如何推导出“第
三方惩罚”（司法）呢？这就涉及到“合作场”的
大小了。前文提到，作为“第二方惩罚”的“一
报还一报”策略有助于提升“合作场”内的合作。
但是，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模式最适合的合作
场仅仅是——“熟人社会”。而在大规模的陌生人
社会中，其惩罚的效率会下降；所以需要作为第二
方惩罚的升级版或加强版的第三方惩罚（司法）。
面对大规模的陌生人合作情境，作为“第二
方惩罚”的“一报还一报”具有如下缺点，而这
些缺点恰恰是第三方裁判惩罚具有的优势：
1. 更适合小团体的熟人性质
由于该策略可以在小群体范围内进行后续合
作。越是在熟人社会，他们越容易“抱团”提升
合作效率而远离其他“不良策略者”，则该策略就
越成功。研究表明，只要“一报还一报”策略有 5％
的机率与其他同类相遇，他们“抱团”合作的得
分就会比其余“小人”策略的得分更高（[1], p.44）。
而从演化实验看：各种策略之间一开始的最佳策略
显然是背叛，因此“合作场”中的博弈朝着背叛
的倾向发展。只有过了 10-20 代之后的“试探”、“磨
合”和“传染”，形势才逆转，各方合作的倾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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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图 3）。最后，“随着回报合作者的表现良好，
它们在群体中扩散，结果产生越来越多的合作和
越来越高的有效性”（[6], p.23）。这都表明“一报
还一报”策略更适合的土壤是熟人社会。
费尔（Ernst Fehr）等人的一个实验表明 [9]，
不管是对于同一团体成员而言，还是对于陌生人
而言，惩罚都可以提升合作（见图 4）。但是很明显，
小团体内部的惩罚具有更强的效果。因此，金迪
斯（Herbert Gentis）认为，由于形成了小团体，因
此在团体内部更有动力去进行惩罚。
但是，如果合作规模过大（大规模陌生人社
会），则“一报还一报”策略的优势就会下降：一
旦该策略个体的密度被稀释，他们之间相遇的概
率小于 5％，则他们就很难抱团进行互惠，该策略
的优势就无法显现。而图 2 所展示的“一报还一
报”策略在理论上可能成为 97％的人口的遗传本
性，但这仅仅是人类诸多先天本性中的一种。此外，
人类的行为模式虽然具有先天的基础，然而成年
之后所面临的社会体制或者后天教育也极为重要，
这也会极大地改变、限制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思想。
多数人即便具有先天的善性，但如果身处不良的
体制中，在多数情况下也依旧可能会被体制化。
其外在的行为策略会远离内心的善性；甚至内心也
会发生改变从而愈发趋向于恶。因此，一旦涉及
到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第二方惩罚会显得力不从
心，第三方惩罚（司法）就有产生的必要。
2. 此种惩罚成本仅仅由第二方单独承担，而
其他人却可以获得相关的收益；因此就出现了“搭
便车”问题 [10]
在双方博弈中，一些没有“牙齿”的“永远
图3  合作初期的试探与磨合
图4  惩罚对伙伴或陌生人之间都可提升合作
（注：图中左框代表惩罚情境，右框代表无惩罚情境。
横轴代表博弈时间，竖轴代表平均捐赠额。左起上部第一
条曲线代表团体成员，第二条代表陌生人，第三条代表完
全陌生人。）
合作而不惩罚”的“傻大个”类型策略个体，会
隐藏于“一报还一报”个体的背后，利用该策略
对于非善良策略的清除，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机
会，并进而蔓延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
上看，“傻大个”策略是在搭“一报还一报”的便
车。因为在面对善良个体时，“傻大个”与“一报
还一报”的行为是类似的——“保持合作”。这种
搭便车和不惩罚的行为，会导致合作的效率下降，
在大规模陌生人合作中尤为明显。因此，对此类
问题或困境的破解，就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力量——
第三方裁判。只有第三方裁判才能够较好地解决
该问题——由社会全体成员承担成本的方式。
3. “一报还一报”不适合“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的合作模式
虽然存在双方之间的合作博弈，但是两者间
的合作毕竟是一种“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
以及直接惩罚的关系。而如果我们要进入多人的
合作模式，则需要复杂合作，是一种“间接互惠”
的关系 [3]。这种间接互惠，并非是“甲、乙”两
人的互相帮助，而可能是“甲帮助了乙，乙因此
帮助了丙，丙再帮助丁，丁再帮助甲”的复杂合
作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得以可能，人类的合作又
将上升一个台阶，效益又将大大提升。但是在间
接互惠中，相互间的惩罚也成为不可能或者很困
难的事。因此，“一报还一报”在该合作模式中就
遇到了困境。
依照诺瓦克（Martin Andreas Nowak）的总结，
人类的合作存在五种模式，即亲缘选择、直接互
惠、间接互惠、网络互惠以及群体选择这五种合
作模式。这五种合作模式虽然都可以推导出“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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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uistic）的重要作用；但他却认为，惩罚却能够
加强合作，尤其在间接互惠、网络互惠以及群体选
择这三种模式中。而这三种模式恰恰是大规模合作
或陌生人合作的模式 [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一报还一报”为代
表的“第二方惩罚”模式虽然是双方合作中的最佳
策略；但是，其仅仅是熟人社会中的最佳策略。到
了大规模陌生人合作情境中，该策略却具有一些明
显的缺陷；这让其在陌生人合作中不能成为最佳策
略。而在新形势下，针对“第二方惩罚”的这些缺陷，
作为其升级版或修正版的第三方惩罚（裁判）显然
具有更大的优势。
此外，现有的行为策略实验，也能够证明第三
方裁判在陌生人合作中可以具有公平性，并极大地
提升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在费尔的一个实验中 [11]，
被试者是匿名的，而且随机充任了 A、B、C 的角色；
这能够确保该合作实验的陌生人特征。在该实验中，
A 能够获得在 A、B 两人之间支配 100 个的货币的
权力，他可以决定分配 0、10、20、30、40、50 个
货币给 B。第三方裁判 C 可以分配到 50 个货币，他
有权惩罚 A；但是他的惩罚是有成本的，他每花费
1 个货币成本可以导致 A 受到 3 个货币的损失。B
只能作为消极的参与者，但是他可以写出一个金额
数目给第三方裁判 C，即 B 希望 C 能够以该金额惩
罚 A（A 受到的损失为该金额的三倍）。
根据理性自私人的假设，第三方裁判如果其裁
判行为是有成本的，则其不会进行裁判。然而，实
验结果表明，第三方裁判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能够
作出相对公平的裁判。图 5 表明，在 A 分配给 B 少
于“对半分”时，多数第三方会惩罚 A。在 A 给予
B 的金额少于 30 的时候，约 60％的 C 会惩罚 A。图
5 表示了一旦 A 的分配量超过 40 个货币，则 C 和 B
的惩罚意愿就大大降低。这表明其裁判或惩罚能够
尊重大体上的公平。
图 6 表明，随着 A 分配给 B 的金额不断增加，
C惩罚A的意愿在下降。当A分配的金额为0的时候，
C 愿意花费将近 15 个货币进行惩罚。一旦分配金额
达到 50 个，则 C 的惩罚意愿就下降为 0。A 分配给
B 的金额每降低 10 个货币，则 C 的惩罚金额就提升
2.8 个货币，即让 A 受到的损失增加 8.4 个货币。而
同样情况下，A 分配的金额每降低 10 个货币，B 则
希望 C 惩罚 A 的金额增加 9.9 个货币。这也都能够
表明第三方裁判或惩罚能够尊重大体上的公平。
上述实验可以证明第三方裁判在陌生人合作中
具有大体上的公平性，其惩罚能够提升双方的公平
与合作。同时，类似的实验也能够证明，第三方惩
罚能够极大地提升合作 [12]。
政治社会是人类合作的高级阶段。国家是人类
社会合作模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演进成果。国家能
够作为社会的总体代表，超越合作博弈中的各方，
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更有效率地进行各类社会
服务，从而极大地提升合作的效率。1993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 C. North，或译为“诺思”）
在研究了人类的制度变迁之后指出：“与发明法律、
司法和防御制度有关的规模经济则是文明的根本来
源；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后的一千年间所创造出的
国家，乃是以后一切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3], 
p.25）。
从主流法学理论的角度看，司法是调整纠纷的
国家机制，也是国家维护其所认可的“公平正义”
秩序的重要治理模式。笔者推测，第三方裁判（司
法）作为人类合作的一种策略模式，有可能是大规
模陌生人合作中的一个 ESS。当然，这仅仅是笔者
结合了人类政治社会发展史以及现有部分行为策略
实验所进行的推论，还未能被更多的更精确的行为
策略实验和演化实验所证明。退一步说，如果其不
作为一个 ESS，则至少也是大规模陌生人合作中的
一个优势策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产生之后就万事大
吉了。相反，在新的情境下，国家司法权力依旧可
能发生变化，从而背叛自己的“公平正义”本性。
第三方裁判在面对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时，
虽然在理论上比第二方惩罚更佳，但是也会出现新
的博弈要素，从而产生新的问题。
图5  第三方对于A分配少于一半的惩罚
（注：图中横轴代表 A 分配给 B 的金额，竖轴代表
惩罚比例。“实心三角线”代表第三方的惩罚比例，“空
心三角线”代表 B 希望 C 惩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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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的惩罚意愿与A分配金额成反比
（注：图中横轴代表A分配给B的货币数，竖轴代表惩
罚的货币数。“实心三角线”代表C实际上惩罚A的货币付
出，“空心三角线”代表B希望C惩罚A的货币付出。）
三、第三方裁判的潜在缺陷
第三方裁判是一种 ESS 或优势策略，是基于
一些前提的。笔者认为，在这些前提中，一个极
为重要的就是“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在能够确
保公平正义的条件下，“第三方裁判”才能够成为
陌生人或大规模合作的 ESS。一旦失去这个前提，
其作为 ESS 的地位就是不稳固的（这从传统的法
哲学论来阐述就是“恶法不如无法”）。虽然作为
第三方裁判的司法的本质应该是公平正义；但是人
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多数人既有公平
的天性，却也有自私的倾向。担任此类角色者却
又可能像纠纷方那样自私、欺诈甚至背叛，从而
违背公平正义，影响社会合作。
1. 人群中部分个体的自私性（第三方裁判也
可能具有自私特性）
依照金迪斯等人的演化理论，经过计算机模
拟演化，从完全自利的群体中因为基因突变产生
利他个体。经过 2500 代的演化，天生利他者在群
体中能够“从无到有”并获得稳定的近三分之一
份额；然而天生自利者依旧能够在群体中至少保
持稳定的三分之一（见图 7 中的自私者）（[14], 
pp.72-99）。这种“天生自私者”、“天生利他者”
以及“合作者”在群体中呈现稳定的“三三制”
分布状态，从 2500 代到 5000 代的演化过程中基本
不变（合作者略有提升）。而依此演化模型，天生
自私者也能够在人群中获得恒定的三分之一份额。
一旦他们从事司法裁判工作，在不受约束、制衡
乃至于恶政的情境下，则更可能进行自私、欺诈
甚至背叛等行为。这样，第三方司法裁判者也可
图7  天生自利者演化3000代之后仍能够占据群体成
员的近三分之一
（其中横轴的数字表示“代”）
像自己所调整的纠纷方那样自私、欺诈甚至背叛，
从而违反了自己的职责本质——“公平正义”[11]，
而当初正是为了防止欺诈或背叛而设立了公正的
司法裁判。
另一方面，对于第三方之外的纠纷双方而
言，他们也会尽力腐化第三方。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若市场中的双
方因违法而被抓住，他们有劝说或贿赂官员放弃
执法的相同动机。基本上，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
机制都站在破坏法律的这一边。政府部门迟早会
变得腐败和无效”（[15], pp.84-85）。因此，腐败
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司法机构都必须严谨对待
的一个重大问题。
2. 现有实验证明第三方惩罚（裁判）也存在
一定的自利倾向
在一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方裁判
既具有公平性，却也具有自私性 [12]。在该实验中，
A 和 B 在第一阶段都获得 10 个货币，他们可以将
货币分配给对方。如果A将某数目的货币分配给B，
对方拿到货币的数目会是分配数目的三倍，即如
果 A 将 10 个货币全部给了 B，则 B 会获得 30 个。
第二阶段，A、B 两人都又各自获得了 15 个货
币。第三方 C 观察 A、B 两人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然后根据情况对两人进行扣减货币的惩罚。在该
阶段中，C 获得了 40 个货币，他最多分别可以以
20 个货币的成本对 A、B 单人做出惩罚。他每 1 个
货币的惩罚成本，会造成 A、B 两人损失 3 个货币
的惩罚效果。大约 45.8％的第三方会惩罚“一方
欺诈（但另一方合作）”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
（20.8％）会对双方都欺诈的行为进行惩罚（见表1）。
由此可以看出，第三方对于欺诈方的不公平
行为的愤怒。他们愿意花费自己的成本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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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一方是合作行
为而另一方是欺诈时，他们以 3.354 个货币的成本
让欺诈方基本上颗粒无收（因为惩罚效果是三倍，
所以欺诈方的受到的惩罚是损失 10 个货币左右）。
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有 45.8％。这也意味着，因为
惩罚是有成本的，第三方裁判在面对公平与私利
时，并不确定能够选择公平（只有不到一半）。而
且，如果双方都是欺诈者，则他们的惩罚力度也
小（0.583 个货币成本和 20.8％的处罚率）。由此可
第三方惩罚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表1  第三方惩罚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受惩罚的一方是
另一方是欺诈者：
惩罚金额和惩罚比
例（平均值）
另一方是合作者：
惩罚金额和惩罚比
例（平均值）
欺诈者 0.583 个（20.8％） 3.354 个（45.8％）
合作者 0.63 个（8.3％） 0.083 个（4.2％）
另一个实验也证明 [12]，即使在自由的状态
下，第三方裁判存在自利的倾向。在实验中，有
一个第三方在观察“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双方
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背叛。如果双方背叛，则
不提供公共产品。如果双方合作，则提供公共产
品，费用由双方平分。在该实验中，博弈双方首
先要决定是否进行合作或欺骗。第三方则根据二
者的行为给予惩罚。而且，第三方因此可以处理
参与博弈者是两个、三个、四个人等情况。因为
第三方的惩罚是有成本的，又因为通过惩罚并不
能获得未来利益（因为实验是一次性的，而参与
者都是匿名的）；惩罚违规行为的热情必需强烈到
能够超越第三方自己的私利。在该实验中，只是
约 50％的第三方愿意进行第三方惩罚。
所以，实验结果表明，第三方裁判能够作出
相对公平的裁判；但是实验也揭示，第三方裁判也
是人，他们同时具有“自私”和“公平”的两种
倾向，而不能一厢情愿地设想他们是绝对公平的。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引入其他要素进行平衡，“第
三方裁判”的巨大功效可能会被部分抑制。更为
严重的是，如果该缺陷在真实世界的实践中被放
大，则可能前功尽弃， “第三方裁判”在陌生人大
规模合作中的优势策略地位就会受到极大地挑战。
为了更好地保持第三方的公平正义，是否需
要在第三方之外额外再设立新的更高的监管或裁
判？显然，这是一个无穷尽的不稳定博弈模式。
因为，如果出现一个新的更高监管或裁判（我们
暂且称之为“第四方”），则其也会有自己的私利；
又需要第五、第六方监管。如此一来，则无穷尽也。
为此，如果不换个思路，那么第三方裁判的公平
正义就无法保持，则其作为一种优势策略就无法
体现。
四、结论：缺陷的解决可能——重回均衡状
态
国家之所以会产生，显然是因为能够极大地
提高社会合作的效率。然而，国家的诞生又会产
生其他问题，也就是国家的运作成本有多高？以
及国家公务人员会不会加入自己的私利？这些都
可能体现在“第三方裁判”的缺陷上。
现有的演化博弈理论和实验，暂时无法提供
前述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我必需结合相关前
期实验的研究成果以及政治法律理论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重回“一报还一报”的公平报复惩罚，
是破解第三方裁判私利困境的可能方法之一。只
有重回“一报还一报”策略，才能有效破解第三方、
第四方乃至于无穷尽的裁判。以第一、二方的惩罚、
报复和监督来制衡第三方可能出现的私利倾向。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代名词，司法活动应当符
合“公平正义”的本质；这是传统法哲学的基本共
识。“公平正义”极为重要，不仅对于提升社会或
国家的福利十分有益，甚至对于自己的对立面——
不公平正义的盗匪团伙的内部治理依旧极为重要。
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非常高明地看出了这
一点，“甚至在建立最不道德，对一般社会的利益
最具毁灭性的原则之上的那些社会，其中也需要
一定的规则，它们既通过私人利益、也通过虚假
荣誉而约束每一个成员去尊奉。人们经常注意到，
匪寇和海盗如果不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新的分配正
义、不恢复他们对其余人类已经侵犯的那些公道
法则，他们就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有害的联盟”（[16], 
p.61）。
有趣的是，在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与吴
思的《血酬定律》这两本名著的一开头，都异曲
同工地讨论起了“匪帮与治理”的问题（[15], 
pp.4-8）。他们都指出，对于势力较大的匪帮而言，
“固定的匪帮”治理模式优于“流寇”的掠夺模式，
前者可以比后者获得更多而且更稳定的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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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固定的匪帮”的治理依旧也需要某种基本
的公平正义。从霍布斯或者博丹的视角看，国家
的治理也无非是“固定的匪帮”，是高级版本的“匪
帮”而已。他们认为，这比“无国家的人人皆可为匪”
的“自然状态”要好；他们对此已经深感满足。
但是，奥尔森和吴思都不满足于这种升级版
的“匪帮”模式，因为如此其结论显然与霍布斯
无异。所以，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沉痼，吴思
的破解之道也与奥尔森明显一致——“民主”或
多数人的统治（[17], pp.48-49）。只有多数人的统
治和监督才能够让权力不至于堕落。民众还是愿
意自己承担一定成本，对第三方裁判的公权力进
行约束、监督或者报复惩罚①。这种报复惩罚（监
督）也反映了人类的公平本性，也是“一报还一报”
最优策略的人格体现；也只有这种策略才能牵制司
法权力，更好地让司法保持自己的“公平”本质
而不至于偏离、违背。
进一步说，这种报复惩罚恰恰也是司法裁判
权产生的基础。在第二方、第三方合作中，这种
报复惩罚是最有效的行为策略（一报还一报策略）；
只有报复惩罚策略才能有效地惩罚、阻吓、排除
他方（含第三方）的不公平合作行为，从而维护
自身的利益，并提升合作的效率和公平程度。笔
者个人认为，第三方裁判，或者说国家司法权力，
本身就是这种公平的报复惩罚行为策略的高级版
本；它们本身因此而产生，也必须受到该规律的制
约。作为人类的本性或最佳合作策略的公平报复，
不可能在遇到司法裁判问题时将其作为一个例外；
因此，司法裁判也应处于公平报复、监督或者权
力制衡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这种博弈格局才
更完美，更均衡。也只有将其视为博弈的一方进
行监督、惩罚和制衡，才能破解第四方、第五方
乃至于无穷尽的多重监督的困境，重回“一报还
一报”的博弈模式，从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提供无
穷尽的动力去监督、惩罚和制衡司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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